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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汉江上游旱灾统计及成因分析

任利利，殷淑燕，彭维英
（陕西师范大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统计分析，对汉江上游１９３ＢＣ—２０００ＡＤ近２　２００ａ干旱灾害的等

级、发生频率、成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汉江上游在１９３ＢＣ—２０００ＡＤ，共发生旱灾４３１次，平均每

５．０９ａ发生１次。其中，干旱灾害以中度旱灾为主，占旱灾总数的４２．５％；其次是轻度旱灾，占旱灾总数的

３５．０％；特大旱灾和大旱灾发生的频率较低，各占旱灾总数的１２．３％和１０．２％。干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具

有明显的波动性，并且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在波动中有上升的趋势，清代后期到现代，是汉江上游旱灾发

生频率最高的时期。气侯变化、降水、地形以及人为因素是导致汉江上游地区发生旱灾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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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江上游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其水分
状况对于保障京、津地区的供水至关重要。但是，汉
江上游年降水量在年间和年际间的分布极不均匀［１］，
常发生先旱后涝、久旱久涝的灾情，干旱灾害是汉江
上游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例如，根据《安康县志》［２］

统计，从明洪武２ａ至民国３４ａ（１３６９—１９４５年）的

５７６ａ中，安康发生旱灾１１７次，平均５ａ发生１次；

其中大旱平均１０ａ发生１次，连续３ａ以上大旱６
次。从１９５０—１９８７年的３８ａ，６—８月出现明显干旱

３２次，平均２．２ａ发生１次，其中４６ｄ以上的大旱４
次，百日大旱２次。以上统计并不全面，但是可以看
出，汉江上游地区历史时期的旱灾是相当严重的，而
且，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汉江上游气候呈现
明显暖干化，其降水量和水资源量减少，旱灾的发生



频率有增大的趋势［３－４］。目前，我国学者对于汉江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水资源、水环境的特征和气候变化对
汉江径流量的影响等方面［３－５］。由于南水北调工程的
兴建，汉江研究更多集中于南水北调工程对该流域环
境的影响［６－７］，对汉江上游干旱灾害的统计研究较少
且仅局限于近代与局部地区，尚无学者对汉江上游历
史时期旱灾情况进行过研究，人们较多地重视其洪涝
情况，而忽视了汉江上游也常有发生旱灾的状况，而
旱灾的发生频率与灾害程度对于南水北调工程的水

源保障有着重要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根据历史时期
以来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对汉江上游的干旱
灾害进行统计、划分等级，并且分析了导致干旱灾害
的原因，希望能深刻认识历史时期以来汉江上游干旱
灾害的发生规律，为干旱灾害的预测和防治，以及为
保持汉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南水北调的实效
性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汉江又称汉水，是长江的一级支流，流域面积达

５９　１１５ｋｍ２，发源于陕西省宁强县冢山，流经汉中、安
康、十堰市等，汇入丹江口水库，出水库后向东南流，
在武汉市汇入长江。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汉江上游（宁
强县—丹江口段），北有秦岭山脉与其干流平行，海拔
高度在２　５００ｍ以上；南以米仓山、大巴山为界，平均
海拔在２　０００ｍ左右。汉江上游地区多为高山、坡
地，而主河段基本为“Ｕ”型峡谷，基岩裸露，河道窄
深，河槽的调蓄能力较差。该地区的土壤保水性能
差，水土流失严重。另外，该地区的降水分布极不均
匀，主要集中在夏秋季节，降水年、季、月的变率大。
由于气候及地形的影响，导致汉江上游旱涝灾害的频
繁发生。
干旱灾害的统计主要根据从１９３ＢＣ（西汉）至

２０００年汉江上游干流所经县、市的各地方志资料，以
及《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陕西历史自然灾害简要
纪实》、《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省志—气象志》等
记载，选取的资料都是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灾害事
件。本文以“年”为单位进行统计，即如果１ａ中发生

２次以上旱灾，均统计为该年度发生过１次旱灾。由
于历史文献不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记载不全面），而
且存在各个时期政府对气象灾害的重视程度不同等

影响因素，为获得更真实可靠的数据信息，本文对不
同时期、不同文献中的记载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参照，

并采取统一的统计尺度，都以旱灾造成的损失程度、

规模来统计。自汉代以来，汉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就相对较发达［１］，再加上我国从古至今对农业
气象灾害的重视程度就很高，故而，对研究区的旱灾
记录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地方志记载详细且
具连续性，大的旱灾记载一般不会出现被遗漏的现
象。据此，本文对历史时期汉江上游旱灾的统计研究
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对了解旱灾发生规律具有重
要意义。

２　干旱灾害的趋势分析

２．１　干旱灾害的等级划分
从古至今，干旱灾害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进

程，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生产等各个方面。
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干旱灾害的影响程度以及相应

的防御措施，需将其进行定量的等级划分。根据《西
北灾荒史》与《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等对历史时期以
来汉江上游旱灾的描述，以及干旱灾害持续的时间、
强度，受灾范围的大小，受灾影响程度的大小等，对其
进行分级。分级中，将干旱灾害持续的时间、强度，受
灾范围的大小，受灾影响程度的大小等几个因素进行
综合考虑。例如，西晋永嘉３年（公元３０９年），３月
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晋书·五行志》），以
及在《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北卷》中在该年也有记
载郧县发生旱灾。可见，在该年虽然旱灾持续时间
短，但受灾范围大到整个汉江上游地区，受灾影响程
度严重，故将该年分为特大旱灾；连续多年旱灾的持
续时间长，一般为大旱灾、特大旱灾。４个旱灾等级
的划分标准、旱灾情况如表１所示，发生比例如图１
所示。
根据表１和图１可知，汉江上游近２　２００ａ共发

生旱灾４３１次，平均每５．０９ａ发生１次。其中，轻度
旱灾１５１次，占旱灾总数的３５．０％；中度旱灾１８３
次，占旱灾总数的４２．５％；大旱灾４４次，占旱灾总数
的１０．２％；特大旱灾５３次，占旱灾总数的１２．３％。
汉江上游在１９３ＢＣ—２０００ＡＤ，中度旱灾发生最多，轻
度旱灾次之，大旱灾和特大旱灾均发生较少。为了更
清楚地了解旱灾等级的变化趋势，利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制
出旱灾等级变化（图２）。由图２可知，从６５０ＡＤ起，
中度旱灾和轻度旱灾的频率明显增大；在１４００ＡＤ—

１７００ＡＤ，大旱灾的发生频率有所增加，在１９５０ＡＤ—

２０００ＡＤ，特大旱灾和大旱灾的发生频率再次增加。
不同等级旱灾发生的频次，可以反映出汉江上游的旱
灾多以中度旱灾、轻度旱灾为主，大旱灾和特大旱灾
较少的规律，而在２０世纪末特大旱灾发生的频率也
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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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历史时期汉江上游旱灾等级划分

等 级 旱灾状况 次数

轻度旱灾

文献中只是简单记载局部地区或某月、某季度发生了旱灾，未提到对农业生产或对百姓的影响，政府
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多用“春旱”、“旱”、“夏不雨”等词语描述，将这一类旱灾归为轻度旱灾。例如，
公元６７１年，唐咸亨二年，“六月旱”（《陕西省志：气象志》）；公元１５７７年，明万历五年，郧县，“夏五六
月旱”（《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北卷》）。

１５１

中度旱灾

文献中记载了较大范围（多个地区旱）、较长时间（连季旱）干旱，以及粮食歉收、缓征额赋、免赋税、成
灾严重的，多用“大旱”、“伤稼”、“岁饥”等词语描述的旱灾将其归为中度旱灾。例如，前１４７年，汉景
帝中元三年，“夏旱，秋大旱”（《陕西省志：气象志》）；公元１３２１年，元至治元年，陕西，“春旱，民饥”
（《陕西省志：气象志》）。

１８３

大旱灾　
文献中记载有较大的区域干旱，粮食严重歉收、民无以为食、物价飞涨、人饥流散等这样的描述将其
归为大旱灾。例如，公元１２１３年，南宋嘉定六年，“五月大旱，七月旱。金兆斗米至八千钱”（《金史》）；
公元１５１０年，明正德五年，汉中“连年荒旱，民多流徙”（《明实录》）。

４４

特大旱灾

文献中记载全国或全省范围干旱，人畜大量死亡、河流断流、跨年度的连续旱灾，多用“饿殍载道”、
“人相食”等词语描述的将其归为这一类。例如，公元３０９年，西晋永嘉三年，三月大旱，江、汉、河、洛
皆竭，可涉（《晋书·五行志》）；公元１４８５年，明成化二十一年，“春正月，陕西赤地千里，井邑空虚，尸
骸枕藉，流亡日多”（《明实录》）。

５３

图１　历史时期汉江上游旱灾等级比例

图２　历史时期（１９３ＢＣ－２０００ＡＤ）汉江上游旱灾等级变化
注：－２００对应的数据是２４９ＢＣ—２００ＢＣ这５０ａ的旱灾等级，依此

类推。下同。

２．２　干旱灾害频率统计分析
以５０ａ为单位，对历史时期汉江上游干旱灾害

发生的频率进行统计（图３）。历史时期汉江上游旱
灾发生的频率具有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具体而言，大
约在６５０ＡＤ之前，汉江上游旱灾发生的频率较低，波
动的幅度也较小，峰值出现在１００ＢＣ—１０ＢＣ（西汉）
和６２０—６３０ＡＤ（唐朝初期），平均每５０ａ发生８次旱
灾。约在６５０ＡＤ之后，汉江上游旱灾发生频率的波
动幅度明显增大，旱灾的发生次数也明显增多，并且
出现了 ３ 个旱灾发生频率高 峰：现 代 （１９５０—

２０００ＡＤ）发生的旱灾频率最高，平均每５０ａ发生４６
次，几 乎 年 年 都 有；其 次 是 明 末 清 初 （１５００—

１６５０ＡＤ），平均每５０ａ发生２０次旱灾；而唐朝中后期
（７００—８５０ＡＤ），平均每５０ａ发生１２．７次旱灾。清后
期到现代，是汉江上游干旱灾害发生频率最高的
时期。

图３　历史时期（１９３ＢＣ－２０００ＡＤ）汉江上游干旱灾害频率统计

为了进一步认识发生在汉江上游干旱灾害的变化

情况，用历史时期（１９３ＢＣ—２０００ＡＤ）每５０ａ发生旱灾

８．７次的平均值作一均值线，与其相对应时期的旱灾频
次相对比（图３）。在６５０ＡＤ之前旱灾发生的频次低于
均值线，表明该时段旱灾发生较少；在６５０ＡＤ—

１４００ＡＤ，除 了 ６５１ＡＤ—８５０ＡＤ，１００１ＡＤ—１１００ＡＤ，

１１５１ＡＤ—１２５０ＡＤ和１３０１ＡＤ—１３５０ＡＤ旱灾频次高
于均值线外，其余年代旱灾发生的频次均在均值线以
下，表明该时段旱灾发生的频率也较低。但在这期
间，旱灾的频率波动较频繁；在１４００ＡＤ以后，除了

１７０１ＡＤ—１７５０ＡＤ旱灾频次低于均值线外，其余均
高于均值线，表明该时段是旱灾发生的高发期；旱灾
频次的最高值出现在１９５０ＡＤ—２０００ＡＤ，表明该时段
旱灾频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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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干旱灾害发生频次的拟合曲线
利用最小二乘法，将历史时期汉江上游地区旱灾

频率变化进行非线性趋势拟合（图３），相关系数Ｒ２＝
０．７２４。拟合曲线能较清晰地反映历史时期汉江上游
旱灾发生频次在５０ａ尺度下的变化趋势，更能直观
地显示出历史时期汉江上游干旱灾害发生的阶段性

特点。从图３可知，在６５０ＡＤ之前，旱灾频率较低；
在６５０ＡＤ—１４００ＡＤ，旱灾频率提高，但幅度很小；在

１４００ＡＤ之后，拟合曲线迅速上升，表明旱灾频率迅
速提升，到２０００年达到顶峰。
在《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８］中这样写道：“根据

历史灾情统计，１９００—１９９７年，全国有５５ａ发生较严
重的旱灾，平均不到２ａ发生１次。特别是８０年代以
后，每隔４～５ａ甚至２～３ａ就发生１次大旱，每次持
续１～２ａ甚至５～６ａ”、“从更长时间尺度看，２０世纪
属于旱灾严重时期，强于１９世纪和１８世纪”。在《中
国自然灾害与全球变化》［９］中也提到了１８９１年至今
为干旱期，并已经持续了１００ａ余。据此分析，本文
的研究结果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

３　汉江上游干旱灾害的成因分析

干旱灾害是发生在汉江上游地区最普遍的自然

灾害之一，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主
要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是导致干旱灾
害发生的直接原因，而人为因素则加剧了干旱灾害的
频率和强度。

３．１　自然因素
干旱灾害主要是由于气候异常、降水量减少、降

水量季节分布不均以及地形等自然因素引起的。
（１）气候异常。由朱海峰等［１０］对青海省乌兰地

区近千年树木年轮记录的温度变化的研究可知，历史
时期的气候始终以冷暖交替的形式出现，其异常变化
出现的时间与本文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朱士光
等［１１］根据考古发掘、孢粉分析研究成果以及丰富的
史籍文献、地方志等资料研究认为，唐代中后期以来
陕西气候处在由暖湿向冷干转变的阶段。葛全胜
等［１２］认为，在我国７８０—９２０ＡＤ气候开始转冷，出现
了一个冷谷，期间寒冷事件的频率明显增加，温度距
平为－０．５０ ℃。以上研究均显示，我国的气候在

８００ＡＤ左右存在一个明显的转冷变化［１３］。本文统计
的７００—８５０ＡＤ汉江上游旱灾频发期正对应着这个
气候转冷期；明末清初气候的冷干化更加显著，当时
是中国历史上气候最恶劣的时期，被称为“明清小冰
期”，是一个更加寒冷干燥的时期［１４］，这一时期干旱
灾害发生的频率也很高。同样根据康兴成等［１５］对祁

连山中部９０４年以来树木年轮记录的旱涝变化的研
究，也得出这一时期旱灾的发生较频繁；清后期到现
代又处在一个典型的气候转型期，气候开始向暖干化
转变［３］，这段时期干旱灾害发生的频率最高，几乎每
一年都有发生。根据党海山等［１６］对树木年轮的研究
可知，２０世纪以来研究区的气候变暖趋势明显，这与
本文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可见，旱灾频率高与气候
的冷干化或暖干化转变密切相关，汉江上游旱灾高发
期正对应着中国历史时期以来气候转向冷干或暖干

的时期。
（２）年降水量的减少与年内降水分布不均。汉

江上游地区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年均降水量丰富，且降水多集中于夏、秋两季，但由于
季风气候的不稳定，东南季风偏弱，降水减少。旱灾
一般多发生于春、冬季，在大旱灾和特大旱灾发生年

也出现夏旱、伏旱。据蔡新玲等［４］研究显示，近４５ａ
来，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气温升高，蒸发量加大，该
区域的年降水量呈递减趋势；同时，年内降水分布不
均趋势增大，多集中于夏秋季。降水量分布不均，过

于集中于短时期内，使得该地区洪涝、干旱灾害的频
率与强度都有增强的趋势［１］。同时根据赵红莉

等［１７］，卜红梅等［１８］对汉江上游气候和降水量的研究
也可得到相应的研究结果。因此，年降水量减少和年

内降水分布不均也是造成汉江上游干旱灾害的原因

之一。
（３）地形因素。汉江上游地区处在秦巴山地之

间，沿途多为高山、坡地，经常被流水侵蚀、切割，地形
支离破碎，且该地区土壤保水性能差，水土流失严重。

这样的地形条件决定了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多位于小

面积的坡地之上，一旦降水量减少，便极易形成旱灾；

即使在持续的强降水过程中，该地区的土壤也很难将
水分保持在较长的时间内。因此，干旱灾害在汉江上

游地区普遍存在，所谓“三天不雨一小旱，十天不雨一
大旱”。

３．２　人为因素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为因素对汉江上游地区

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尤其到了清代以后，
该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较快，人口不断增长，使得
人类不断地向自然环境索取各种资源，以满足人类自
己的需要，最终加剧了各种自然灾害的程度。森林不
断遭到破坏、砍伐，导致土壤的蒸发量增加，保水能力
下降，水土流失加剧，地表反射率增大，局地降水量减
少，进而加剧了干旱灾害的发生；荒地也遭到了同样
地破坏，大多以农业植被取代了自然植被，使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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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失去原有的平衡，增加了干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和
强度。明成化以后，流民为了不受政府的控制，大量
迁移至川陕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区。清初康熙年间，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急剧膨胀，加之天
灾人祸，人口的流移便不可避免，秦巴山区迎来了第
二次流民潮。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记载，流民
“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
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中住宿，取石支锅，
拾柴做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道光初年成
书的《秦疆治略》说：“向来树木丛杂，人烟稀少，近则
各省穷民渐来开山，加至十倍之多”。明清两代先后
数百万流民涌入秦巴山区，加之由于人口大增，耕地
有限，争田日益严重，矛盾重重，清政府曾采取大力鼓
励开垦的政策，使这里的原始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
坏［１９］。道光九年（公元１８２９年）时有人过境内紫柏
山，“古柏翳天，无间杂树”，过了１０ａ，再过此地，“山
谷依旧，林木全非，究其故，皆佃户希图渔利，私行转
佃，一任砍伐，住持亦从中肥己，以致古林荡然”。秦
岭南北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林地面积大大减少，
涵养水源能力下降［２０］。

２０世纪后期，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的热岛效
应加剧，使得地表温度逐年升高，强化了城镇上空的
上升气流，从而对云雨的托举能力加大，减少了降雨，
最终加剧了旱灾的发生。因此，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
恶化，汉江上游地区的旱情将不断加重。

３．３　近代旱灾频率增加的原因
由图３所知，近代以来发生在汉江上游的旱灾频

率显著增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自然和人
文两方面的因素，其中以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加剧
最为明显。近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研究区的
气候不断趋于暖干化。气候的这种变化加大了汉江
上游流域内的蒸发量，减少了流域内降水量，再加上
流域内本身年内降水不均，造成了该区旱灾的频率增
大。除此之外，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
飞速发展，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强度不断增大，对生
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最终导致该区旱灾的频繁发
生。因此，目前对于干旱灾害的防治、救灾一定要引
起足够的重视。

４　结 论

本文对汉江上游１９３ＢＣ—２０００ＡＤ近２　２００ａ干
旱灾害的等级、频率、成因进行了统计分析。

（１）汉江上游历史时期（１９３ＢＣ—２０００ＡＤ）的近

２　２００ａ，共发生旱灾４３１次，平均每５．０９ａ发生１
次。其中，轻度旱灾１５１次，占旱灾总数的３５．０％；中

度灾害１８３次，占旱灾总数的４２．５％；大旱灾４４次，
占旱灾总数的１０．２％；特大旱灾５３次，占旱灾总数的

１２．３％。可见，汉江上游在１９３ＢＣ—２０００ＡＤ，中度旱
灾发生最多，轻度旱灾次之，大旱灾和特大旱灾均发
生较少。

（２）历史时期汉江上游地区旱灾发生的频率具
有明显的波动性，并且在波动中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

势。清后期到现代是汉江上游干旱灾害发生频率最
高的时期。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汉江上游气候呈暖干

化且气候不稳定性增大，水旱灾害都有增大的趋势，

干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加。这对于保障南水北调
的水资源量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在预防洪涝灾害的同

时，也不能忽视了干旱灾害的威胁和影响。
（３）汉江上游地区干旱灾害的发生主要有自然

和人文两个因素，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气候变化、地形、

降水量的减少以及年内将水分布不均等，而人为因素
则加剧了干旱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强度。总体来说，干

旱灾害的发生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
全球气候的变化，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干旱灾害
的发生也大大增加。目前对于干旱灾害的防治、救灾

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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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块类型几乎没有变化。
（３）景观水平上，３０ａ内研究区斑块数、斑块密

度、分离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指数增加，而最大
斑块指数和蔓延度指数减小。表明景观破碎度增加，
斑块趋于离散和分离，空间连接性下降，各类型所占
比例差距缩小，斑块大小趋于均匀，景观多样性水平
提高，异质性增强。

（４）动力分析表明，由气温增加而造成的冰川融
化是阜康地区水域减少的主要原因，同时降水的变化
对草地变化有较大影响。但人口、政策和产业因素是
阜康地区土地利用／覆被以及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驱
动因素。其中人口增加的影响最直接，而政策环境的
改善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尤
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随经济发展的加快以及产业结
构的调整阜康地区地利用／覆被的变化速度明显加
快，景观结构也趋于多样化和均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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